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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自主的法律史学解释体系

彭  巍*

内容提要 法律史学的解释体系是以法律历史事实为对象的理论解释活

动的方法论体系。法律史研究中的理论追求催生了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活动，而

解释活动在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构成了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三个层面，分别是

对法律历史范畴、原因和规律的解释。法律历史范畴是研究者使用现代话语建

构的、用于表述法律历史事实的范畴，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形成源于中国传统

的法学基本范畴。法律历史原因是导致历史上法律事实的形成、变化或维持的

因素，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推动中国自有的法理观念和法治传统在现代社会的

更新发展。法律历史规律是支配法律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在法律发展

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呈现并得到检验，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形成传统与现实的贯

通理解，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增强历史自信和道路自信。在建构中国法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浪潮之中，中国法律史学必须承担起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时代使命。为此，应当正确对待法律史学的基础理论属性，并充

分发挥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理论建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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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历史经验，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1) 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

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2)“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3)。这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也

为创新发展中国法律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中国法律史学必须能够回应和

参与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进程。但问题在于，怎样的法律史学研究是自主

的？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律史学知识体系？法律史学的研究能够为建构中国法学自

主知识体系提供什么？本文尝试从法律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一、法律史学的解释体系

法律史学的解释体系是以法律历史事实为对象的理论解释活动的方法论体系。法

律史研究中的理论追求催生了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活动，解释活动在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

构成了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三个层面。

（一）法律史学中的理论性研究与解释活动

法律史学的研究包含素材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两个方面。(4) 素材性研究偏重历史事

实，是法律史学的基础。但历史素材无法自我表达，无法形成对历史素材自身性质、特征、

由来、趋势等内容的说明。正如章学诚所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

也。”(5) 经由史实传递的意义才是历史研究最宝贵的内容。理论性研究偏重在事实基础上

形成理论认识，能够将历史事实转化为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概念、范畴、命题、价值、

标准、观念等内容，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效用和更显著的学理属性。作为法学学科的法律

史学必须使用法学的学科通用话语，参与法学的理论发展，回应法治的现实问题和实践

需求，(6) 这都是纯粹的素材性研究无力满足的。因此，法律史学必须在素材性研究的基础

上发展理论性研究。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

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83 页。

(2) 参见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3)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2024 年 10 月 28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5 卷），外文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96 页。

(4) 学界通常将法律史学的研究区分为法学与史学两种模式，但这种根据学科作出的简单区分并不合理。史学中有重学

理的史学理论，史学的法律史学研究不等于素材性研究。法学的法律史学研究则更为模糊，套用法学的话语和理论不

等于理论性研究。参见胡永恒：《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载《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

(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著，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65 页。

(6) 参见王志强：《我们为什么研习法律史？——从法学视角的探讨》，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 6 期，第 38-44 页；赵

立行：《法律史的反思：法律的历史维度》，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40-143 页；张生、孙烁：

《法律史学科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历史检讨与学科使命》，载《中国法律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3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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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联结素材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的关键。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解释者对解释

对象中不明确的、难以理解的含义或相关因素进行解说的活动。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活动

是解释主体的主观认知与解释对象的客观存在之间的碰撞与结合，这种沟通古今的认知

和阐发过程使历史上的法律事实在现代视角下获得审视并通过现代话语得以表达。解释

活动形成的理论性研究以解释对象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既融入了研究主体的知识积累、

学术偏好和问题意识，更反映了研究主体置身其中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潮流。因此，解释

活动不仅使解释对象变得清晰、准确、完整，也使解释对象的内容获得新的表达、充实和

发展。(7) 解释中蕴含的认识主体的主观立场和理性认知，及解释活动体现的探寻本质和

建构理论的学术追求，共同使法律史研究从“史”的事实层面上升到“学”的学理层面。(8)

（二）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三个层面

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是许多研究者都曾论及的主题，(9) 但往往停留于对解释活动的描

述，没有深入到对解释活动的分类和分析。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活动可以根据解释的对象

和方式的差异进行区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分别是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对法律历史

原因的解释以及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以对出土文献秦简“法律答问”的相关研究

为例。书简得以留存与简牍载有文字都是历史事实，对书简的整理、对简文的识别和通

读，以及基于简文对相关规范、制度、人物、事件进行初步释读，都属于发现和还原历史事

实的素材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秦简“法律答问”是否为官方法律解释进行性质认定，

对简文所涉及的律令内容予以识别和分类，对答问本身的水准、功能、实效等方面进行解

读和评价等，都是对史料的进一步解释。这就脱离了素材性研究的层面，引申出一系列

运用范畴予以归类和认定的问题，如，性质上属于“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范畴，

效力上属于“官方律注”还是“私家律注”范畴。还可以更进一步追问，如，秦简“法

律答问”缘何产生，是脱胎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还是产生于秦代科层

制的法吏架构，抑或仅仅源于墓主喜的敬业精神和个人爱好。这就涉及历史事实的形成

原因，提出了对历史原因的理论认识。再进一步追问，“法律答问”这种形式与后世《唐

律疏议》等律典中的问答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种答问形式在中国古代成文法系统的制

定和施行中的存在基础是什么，是不是必要的存在或必然的产物，这就进入对历史规律

的理论探索阶段。其中，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主要用于对历史事实的表达、概括和评

价，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主要用于说明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法律历史规律的

解释主要用于解说历史事实的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

解释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共同决定了法律史学中理论性研究的自主性。如何选

(7) 参见于沛：《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基于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6 期。

(8) 本文所称“解释”较之“阐释”“解释学”等更为宽泛。对解释学在法学特别是法律史学中的理解和运用，参见高鸿钧：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中国法律解释》，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3 期，第 3-17 页。

(9) 如，梁治平提出“用文化解释法律，用法律解释文化”的方法。参见梁治平：《法辨：法律文化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版，第 1-12、65-97 页。又如，胡旭晟对于解释性的法史学与描述性的法史学的区分。参见胡旭晟：《描

述性的法史学与解释性的法史学——我国法史研究新格局评析》，载《法律科学》199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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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解说法律历史范畴，如何考察并论证法律历史原因，如何发现并运用法律历史规律，

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研究者的具体研究中都不相同；而能否根据

自身国家、民族、文化的法律历史发展的特性形成有充分的历史解释力和现实适用性的

法律史学理论，是评价法律史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核心标准。近代以来中国法律史学的

发展历程已经表明，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事实为研究对象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自主知

识，以中国历史素材为西方既有的理论、观点、方法等填充新的论据也不能产生自主知

识。中国自主的法律史学知识体系必须通过自主的理论性研究予以建构，尤其需要从法

律历史范畴、法律历史原因、法律历史规律三个层面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解释活动。

二、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

对历史范畴进行解释是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最常见、最普

遍的层面。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不仅应当始终保持对暗藏其中的理论预设的警醒和

反思，更应当通过主动把握范畴解释的功能实质和类型差异充分发挥其建构法律史学理

论的效用。

（一）法律历史范畴：历史事实的现代表达

范畴是人类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概念，较之普通概念更为抽象，有较高

的概括性。范畴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既是人类以往认识成果的结晶，又是将认识进一步

向前推移的支点。(10) 法律历史范畴是法律史学用于表达和论述法律历史事实的思维工

具，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运用和解释在法律史学的理论性研究中居于基础地位。

法律历史范畴是法律史学研究者使用现代话语建构的、用于表述一系列法律历史

事实的范畴。法律一直历史地存在着，但法律的历史只能通过研究者运用自身所处时代

的范畴予以表达。历史上的法律以丰富多样的形态存在于各个具体的国家和社会之中，

并伴随国家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变化。研究者只有通过对范畴的凝练、选取、运用、

解释，才能将包含复杂个性的历史事物纳入所处时代通行的概念体系、学说体系、学术体

系、学科体系之中。因此，使用法律历史范畴的核心功能是以现代话语对历史事实进行

表述。这并不是简单的古今对译，而是研究者以现代眼光观察历史、以现代概念表达历

史、以现代理论解说历史的活动。由当代眼光回看历史往往会带入特定的理论视角，从

而将具体历史事实的时空属性和个别特征纳入范畴的统一表达和普遍含义之中，实现从

一定理论高度对特定范围历史的整体把握。因此，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运用往往伴随着不

同程度的类型化概括。(11) 例如，将汉代的律、令、科、比和唐代的律、令、格、式归类为“汉

代、唐代的法律形式”，将具律、名例律归类为“律典总则”，这些范畴中的“法律形式”“总

(10) 参见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与基石范畴》，载《法学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1-5 页。

(11) 参见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商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136-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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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都是现代学术的通用概念。使用现代法学概念形成的对历史上特定事物的指称就

是建构和使用法律历史范畴的方式。

法律历史范畴由一系列概念组成，但不是这些概念含义的简单累加或重叠。在延

续构成概念的含义基础上，范畴本身也成为有独立含义的完整个体。如，“法律儒家化”

范畴中，“法律”“儒家”“化”都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但“法律儒家化”范畴不仅表

达了法律的儒家化这一过程，还包含了对汉代前后法律性质的总体认定和对发展过程的

阶段性划分。(12) 又如，“律令体系”范畴中，“律”和“令”概念都直接取自中国古代法

律文书的名称和类型，“体系”概念源于现代法学对法律体系的多元性而非单一性的理

解，由此组成的“律令体系”范畴却不仅仅是律与令两种规范形式的组合，而是围绕“律

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13) 等功能安排的规范结构，以及由秦汉至唐宋法律制度的核心内

容，构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律结构性特征的整体认识。(14)

（二）法律历史范畴解释的功能实质与类型差异

法律历史范畴的运用是使历史事实在当代视角下获得理解的思维活动，因而其文

字表述及理论预设都直观地传递着相应的认识和评价。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把某某东

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

的。”(15) 如，韦伯通过创造“儒家理性主义”范畴，将儒家思想纳入其围绕“理性主义”建

构的理论框架。(16) 法律历史范畴在表达上的现代性和内容上的概括性决定了这种范畴

从使用之初就必须予以必要的解释，以说明这种概念转换和类型化概括的必要性和正

确性，否则，法律历史范畴的使用就会以想当然的理论预设掩盖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

“公布成文法”是一个法律历史范畴，用于指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法律变革事

件，包括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以及晋国赵鞅、荀寅将范宣子所编刑书

铸于铜鼎等。就此范畴统摄的历史事实而言，由于相关文献记载有限，历来没有多少争

议。但对此范畴的学理认识则存在诸多争点，而且许多问题正是围绕范畴表述展开的：

如，为什么将这一系列事件称为“公布成文法”？在此之前的夏商西周法制中都没有

“成文法”，或者没有“公布”过“成文法”吗？叔向所言“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传

统，与《左传》对禹刑、汤刑、九刑的记载，以及《尚书》对皋陶制刑、吕刑的记载之间都

存在明显冲突。公布成文法与子产所称“救世”之举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叔向、孔子激

烈批评的是成文法的形式及其公布活动吗？显然，“成文法”及“公布”的表述都具有

特定的理论背景，如，不成文法或秘密法向成文法的转变，以及法律从不公布到公布的转

变等现代法学理论构成了“公布成文法”范畴的基本含义和理解语境。使用这一范畴

(12)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77-399 页。

(13) 《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四·律令下科附》。

(14) 参见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杨一凡：《对中国古代

法律体系的再认识》，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第 100-108 页。

(1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 2 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2023 年版，第 213-214 页。

(16)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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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称并解读历史的过程中自然会引发理论前见与具体史实之间方枘圆凿的理解困境。

因此，使用法律历史范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范畴本身规定性含义的带入，必须始终保

持对范畴本身的“名”“实”契合性的警醒和反思。

法律历史范畴不仅能够提供理解法律历史事实的基本框架，而且能够以简明凝练

的范畴形式包容纷繁复杂的法律历史事实，广泛覆盖了有具体文本及确定形式的法律规

定、法律规范、法律典籍、刑罚手段、契约文书等，以及没有具体形态而以事实或意识的形

式存在的法律制度、法律程序、法律权力、法律运行、法律知识、法律思想等。因此，法律

历史范畴可以依照主题大小、内容多寡等呈现出层次差异，部分范畴相对精微，部分范畴

则较为宏大。对相对精细、具体的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通常针对的是文本、规定、制度

等属于什么法律类型、表达什么含义、调整哪些领域、针对哪些对象、规范何种行为、包含

怎样的法律后果等形式及实质方面的内容。如，将圜土、囹圄解读为商周时期的监狱制

度，将先秦法家思想解读为以法治国的法制思想等。相对宏大、抽象的法律历史范畴常

常包含了较长的历史进程、复杂的交织因素、层叠的理论预设，如，“封建法”“礼法”“中

华法系”“司法文明”等。这种宏大的法律历史范畴包含历史上多层次、宽领域、长周期

的法律变化过程，是千变万化、形态各异却内在统一、紧密联系的复杂内容的集合体。对

宏大的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能够为理解历史进程中复杂样态的差异性与内在精神的一

致性提供整体的认识框架。比较而言，对相对具体、微观的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常常在

外观上更接近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对视域相对宏观、主题相对广泛、时间跨度相对较

长、内容相对丰富的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由于要通过简练统一的主观概括来统摄高度

差异化的历史事实，具有显著的理论建构色彩。

（三）法律史学理论建构中的法律历史范畴解释

创造、使用并充分解释宏大主题的法律历史范畴是建构法律史学理论的重要模式。

如，梅因创造性地使用了“身份”和“契约”两个重要范畴，以指称古罗马法中个人依

附于家族和获得独立人格这两个法律发展阶段。(17) 又如，滋贺秀三创造性地使用“家

族法”范畴以指称中国古代律典中从未以专门篇目或部门的形式予以规定的规范性内

容。(18) 再如，国内学者通过“律例体系”“典律体系”等范畴呈现的对中国古代国家规范

体系主体结构的不同理解。(19) 对宏大主题法律历史范畴的凝练和解释不是简单延续历史

上已经存在的法律概念，而是着重生产适用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原理性、整体性、概

括性的基础范畴。沿用既有法律概念的现象通常存在于技术规定相关的具体表述中，如，

19 世纪德国潘德克顿法学派为德国民法编纂输入的、源于古罗马法和古日耳曼法的一系

列法律概念。(20) 而宏大主题的法律历史范畴是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凝练、创造的新范畴，

(17) 参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75-112 页。

(18) 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19) 参见杨一凡：《质疑成说，重述法史——四种法史成说修正及法史理论创新之我见》，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25-26 页。

(20) 参见周小凡：《概念法学作为法典化“科学的”路径之证成》，载《法学》2024 年第 1 期，第 3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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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表达现代含义的范畴去指称、统领、区分差异化的历史内容，在不同法律制度、思想、

文化的联系和比较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也是具有持续发展空间的理论创新路径。如，

基于诉讼实践历史概括的关于庭审模式的“对抗制”与“纠问制”范畴 (21) 等。这些探

讨法律史中宏大主题、基本问题、核心特征的理论性研究常常成为围绕具体观点或特定

事实开展后续研究的认识基础，形成了超越原始语境的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的传播效

应。可以说，对宏大主题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建构了后来研究者对这些主题的直觉感

受、基本判断甚至理解路径。

比较而言，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界尤为缺乏对宏大主题的法律历史范畴的凝练和解

释。在被国内研究者回避的重大主题中，长期流行着许多域外研究的武断观点，如，中国

古代法律是“非理性的”(22)“非规则型的”(23)。仅仅从具体内容上对这些流行于国内外的既

成观点予以辨析或纠正都是乏力的，必须从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创新，特别是在新的主

题、领域、视角中提出新的范畴予以竞争和替代。此外，对于在规范和制度层面已经发生

断裂的中国法律传统而言，通过对宏大主题的研究来发展传统范畴的新内涵，同样是绕

过断裂的规范概念体系去寻求法治文明连续性的理论建构路径。如，中国古代关于法律

本质属性的认识中形成的“治法”与“乱法”范畴、(24)“天下之法”“一家之法”“非法之

法”范畴 (25) 等。这些范畴原本就是古人回顾法律历史发展作出的概括，在当代依然可以

根据时代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发展予以新的诠释。(26)

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不仅能为现代法学研究带来知识增量，更能增进历史的可理

解性。这种解释通过将历史内容转译为现代语言，使历史上的法律由碎片化的事实组织

成为在现行的制度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可理解的具有整体性、体系性的认知对象，使法律

的历史存在转换为现实存在，因而既是法律史学知识体系中贴近史实层面的基础理论，

也是塑造法律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整体认知的关键。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不

免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结合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予以说明，这就引申出对法律历史

原因的解释。

三、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

对历史原因进行解释，是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法律文化研究尤为关注的层面。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通过深入史实背后的广泛联系

(21) 参见［美］米尔伊安·R. 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 页。

(22) 参见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18 页。

(23) 参见［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3-393 页。

(24) 参见《荀子·王霸》。

(25) 参见《明夷待访录·原法》。

(26)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使用既有的、传统的概念、范畴，其效果和意义绝不亚于创造新的概念、范畴。参见应星：《从“发明”

到“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两种概念生产方式》，载《开放时代》2023 年第 3 期，第 3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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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中国法律史学的知识广度和理论深度，但也显现出受西方中心主义支配的状况。

（一）法律历史原因：因果关系的主观构造

原因是造成某种结果或引发某种事情的条件。法律历史原因是导致历史上法律事

实的形成、变化或维持的因素，对这些原因的探求和解说就是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

这种解释通常包含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历史事实以及由研究主体选定的、作为历史原因

的关联因素，并由研究主体通过论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

法律是高度复杂的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历史事实的发生往往不是由单

一、表面、线性的事物所引发，而是存在相互交织、复杂耦合的深层次关联。正因如此，同

样的历史事实可以在不同研究成果中被归结于不同的历史原因。而在解释路径的多样

性和解释观点的冲突性背后，是研究主体既有知识和自身经验对历史原因解释的支配性

影响。以西汉文景时期的刑罚改革为例，既可以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解释，如，

汉文帝宽厚仁慈的个性以及缇萦上书的契机；也可以从大的时代环境予以解释，如，西汉

初期安定秩序、恢复生产的现实需求等；还可以从儒家德政对于刑罚与教化的关系予以

解释，亦可以从道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及“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刑罚观念

予以解释。因此，法律历史原因解释所呈现的往往只是经研究主体选取的部分历史原因，

是由研究主体自身的体验、知识、价值、立场等前见差异所决定的侧重方面，而对史料的

选取范围、组织方式和解说方法的差别形成了对法律历史原因解释的不同路径。

（二）法律历史原因解释的不同路径与导向差异

以解释活动关注的关联因素是否属于法律系统本身为标准，可以将对法律历史原因

的解释区分为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内部解释将法律理解为包含多层次、差异化内容的

复杂系统，寻求从系统内部对法律事实的历史过程进行理解。外部解释将法律视为由各

方面外部因素导致的现象或决定的产物，寻求从法律系统的外部环境对法律事实的历史

过程进行解读。内部解释关注围绕法律的规范和制度方面的思想、意识、观念、程序、组

织、运行等内容，如，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持续影响着律典制定和刑罚适用的“刑罚世轻

世重”观念，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的演变等。外部解释关注法律系统

之外的、可能影响法律的种种因素，如，历史学研究通常关注具体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人物

及事件因素，近代西方学术普遍关注宗教、哲学、社会观念、科学技术等因素。外部解释

与内部解释的界分并非严格的、绝对的。不同认识主体对于法律系统的理解存在较大差

异，会对同一内容属于法律系统内部还是外部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对于社会道德、

宗教教义是否属于法律系统的外部因素，持有严格实证主义倾向的认识主体与偏好自然

法学、法社会学等理论的认识主体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通常认为，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各有所重，前者偏重法律知识系统的内在整全性和

历史连续性，后者偏重法律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各方面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与内在关联

性，因此两者也各有所长。这种认识忽视了解释方法对法律系统理解方式的深刻影响，

研究主体的认识偏好和价值导向会通过其对解释路径的选取传递出来，在解释活动中通

过内部解释或外部解释呈现解释对象所在特定法律系统的不同面向。外部解释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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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尽可能丰富的外部关联因素作为法律历史原因，在研究中可以呈现宽广的理论视域和

复杂的事物联系，因而可以建构起宏大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网络。如，孟德斯鸠认为，气候、

地形、疆域等自然地理因素，风俗习惯、宗教、道德、人口、经济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历史

传统、政体形式等因素都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法律的差异性。(27) 又如，伯

尔曼将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形成归因于中世纪后期教皇宗教改革的研究，(28) 以及韦伯将

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形成解读为伴随西方近现代“理性化”及“祛魅”运动发展的研

究 (29)。由于外部解释关注特定法律文明和法律系统得以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地

理、生态等诸方面的环境因素，诉诸外部解释能够建构并加强特定法律文明、法律系统与

这些特定环境因素的关联，进而明示或暗示法律形成与发展的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等论调。正因如此，外部解释普遍成为阐发特定法律文明文化特性及特定法律系统历史

传统的重要方法，这在近代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法治的历史成因“童话”和“神话”般

的构造中尤为明显。(30)

（三）中国法律史学对法律历史原因解释的运用

近几十年来，中国法律史学对法律历史原因的研究往往偏好外部解释。然而，由于

过度关注并强调法律系统的外部联系，这些外部解释不仅对不同模式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环境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划分和比较，并且对具体语境中的特定环境因素

与相应法律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互相决定、互为解释的循环论证。部分研究机械套用特

定理论的解释框架，全然不顾与中国历史实际的适配程度。还有部分研究表现出过于发

散的浪漫主义倾向，运用修辞和情绪遮蔽了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联系。这些外部解释

往往通过论证过程不断强化自身未经充分反思的预设观点和认识基础，反复重申外部环

境因素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进而引申出只有彻底改变外部环境才能够建设现代法治的观

点，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价值。(31) 事实上，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运用外部解释

必须始终避免中外比较研究中容易出现的照搬和附会因果关系的问题。(32) 不能将西方学

者建构的关于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照搬到中国，更不能将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相应的法

律现象归因于没有相应的环境因素。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可以将这种思维错误概括为：否

命题与原命题的真假并非必然一致，如果 A（存在西方学者视为历史原因的特定环境因

素）则 B（产生具体的法律历史事实），不能得出如果非 A（在中国不存在被西方学者

(27)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28) 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 2 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文龙译，法律

出版社 2018 年版。

(29)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2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82-1035 页。

(30) 参见支振锋：《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载《法律科学》2013 年第 6 期，第 17-22 页。

(31) 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载《政法论坛》2005 年第 4 期，第

62-67 页。

(32) 对法律史研究中源于比附的虚假问题意识的批判，参见桑兵：《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载《中山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第 64 页；汪雄涛：《迈向生活的法律史》，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347-
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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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历史原因的特定环境因素）则非 B（在中国历史上无法产生具体的法律现象）。

不同于外部解释为中国法律史学带来的自我消解，内部解释能够为中国法律史学

带来视域的横向拓展及影响的纵向延伸。对内部联系的考察寻求从特定法律文明、法律

系统自身的原理性认识和实践性因素中解答法律的历史发展过程，能够使研究对象从法

律现象拓展至法理和法治的层面。法理是对于法律的原理性认识，既存在于法律领域的

思想和学理之中，更广泛存在于作为文化背景的观念和思维之中。(33) 法治是法律的实践

面向，既包括最高权力者制定、实施法律以治国、治官、治民，也包括官吏和民众参与法律

活动和维系法律秩序。法律是法理的具体表达，也是法治的规范来源，从法律系统内部

的角度对法律历史原因进行解释，就是从法律与法理、法治相互关系的角度予以解释。(34)

如，从规范性治理需求增长的角度对春秋末期铸刑鼎事件的解释，从“伸绳墨之直，去析

薪之理”的制定法原理角度对西晋颁布律注的解释，(35) 以及从儒法思想和王霸治道之间

的张力与平衡对汉代以后重大的变法、修法活动的解释等。由内部因素驱动的自我发展

和自我变革能够显示出特定法律文明、法治模式、法学体系的持续生命力和发展可能性。

因而，内部解释能够通过解释活动充实和发展解释对象的知识系统和运行系统，并在解

释的同时重新塑造解释对象。如，萨维尼将古罗马法的发展解释为专门法学家群体推动

的结果，使古罗马法作为“法学家法”的属性广为人知。(36) 又如，布莱克斯通效仿古罗马

盖尤斯《法学阶梯》的体例对英国普通法进行重构性的解释，使积累而成的普通法从混

乱、繁琐、封闭、晦涩的判例集合转变为能够被普通人阅读学习的逻辑清晰、语言简明的

规范系统。(37) 内部解释能够极大拓展解释对象的内部空间，甚至使直观上的外部因素被

解释活动转换为特定法律系统的内部因素。如，欧陆国家的自然法观念中源于古典哲学

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以及美国现实主义法律观念中源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

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建构和重复，这些非法律因素被解释为西方现代法治形成和

发展的核心内在因素。

比较而言，中国法律史学尤为缺乏从法律系统内部进行的法律历史原因解释。对

实证主义法学等西方理论不经反思地接受，强行割裂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的礼法规范、德

刑观念、政教体系等不应分割也无法分割的自有系统，极大限缩了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

内部解释的理论空间。而道德与法律在价值和原理层面的相近相通、在规范文本层面的

(33)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关注法理问题始于近代梁启超、杨鸿烈的相关论著，尤其是杨鸿烈提出以研究中国法律的原理为

目的的“系统的研究”。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 页。

(34) 如，黄宗智等偏重从法治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张中秋等偏重从法理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参见［美］黄宗

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7-327 页；张中秋：《传统中

国法理观》，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蒋楠楠：《传统法典中的法理及其现代价值——以〈唐律疏议〉为研究中心》，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 52-59 页。

(35) 《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杜预》。

(36)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37) 参见仝宗锦：《从查士丁尼到黑尔——关于〈英格兰法释义〉结构来源的知识考古学考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1 期，第 89-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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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融合以及在规范运行层面的相互支持和共同作用，原本都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主要特

征，古代儒家对德性和义理的原理性思考并非法律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样，中国传统法

律运行系统所包含的律学家的律典注解、律学机构的法律教学、科举取士中的法律考试

以及对官员遵法用法的考核监督等内容，也都是传统法律规范实际运行的重要支撑因

素。如果将儒家关于人伦和政理、法家关于权谋和治术的原理性内容都排除出去，将儒

家关于仁政教化、明刑弼教以及法家关于严明赏罚、一断于法等实践性内容都排除出去，

剩下的就只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律令等静态的规范文本，中国传统法律中规范文本、思想

原理、制度运行的内在统一系统就会被割裂甚至消解。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内部解释，

需要重构中国传统的法理体系和法治体系，并以之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和发展的主要

原因，使中国传统法律被表达为具有稳定原理内核和丰富实践样态的、持续发展且仍有

生命力的法律系统，进而使中国法律传统由历史性的存在转化为现实性的可能。(38) 当代

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这样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脉络和法律制度形态中

对中国传统法理的解释和建构、(39) 对中国政法传统的历史重构和贯通解释 (40) 以及对家国

天下的制度史重构 (41) 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还存在一种单向解释的普遍现象，就

是往往将法律历史事实视为结果，将解释活动视为寻找导致这种结果产生的种种可能原

因。这种逻辑忽视了法律历史事实作为原因对其他历史事物产生的影响，进而忽视了法

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以中国由秦至清的大一统法秩序为例，学界多

关注农业生产、黄河水患、中原地形、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法家专制思想、儒家华夷观

念等因素对大一统法秩序的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而极少关注这种大一统法秩序对中华

文明的政权延续、民族融合、社会发展、思想传承、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在法律历史

原因解释中，法律历史事实应当被视为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一环，而不是最后一环。历史

上的法律现象既是受各方面事物的影响所致，也是推动国家社会各方面事物发展的制度

基础。因此，陈述和解释各类法律历史事实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各方面发展的积极影

响，是论证中国法律传统贡献和成就的重要途径。

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是通过探索和论证因果关系深化对解释对象理解的过程。

这种探索活动的进一步深入会导向寻求历史过程中广泛、普遍、重复出现的深层因果联

系，从对具体历史个性特征的解读上升为对整体历史普遍进程的探求，这就引申出对法

律历史规律的解释。(42)

(38) 参见彭巍：《论梁启超与沈家本的“法理”观——兼论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律史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3 期，第 17-22 页；刘顺峰：《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载《学术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65-67 页。

(39) 参见张中秋：《中国传统法理法哲学论》，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

(40) 参见黄文艺：《政法范畴的本体论诠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65-69 页。

(41) 参见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42) 从具体的历史研究转向普遍的历史研究是在历史研究中探索现实意义的过程中必然走上的道路，韦伯在晚期的研究

转型就是典型例证。参见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载［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31-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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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

对历史规律进行解释是法律史学解释体系的第三个层面，致力于从历史过程中凝练

具有理论普遍性和实践指导性的规律性认识。这种解释不仅具有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理

论效用，更具有统一认识与实践的行动功能，是法律史学理论性研究的最高追求。

（一）法律历史规律：发展进程的必然与确信

规律在中国古代的本义是“规章律令”，体现了人定规则的规定性，近代西学输入后

开始被用于表达事物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历史规律是基于历史事实得出的规律，通

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重复、得到检验，这是经验论强调的方面；二是

基于历史发展中呈现的事物本质而形成的对必然方向的认识和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尤

为强调的方面 (43)。

法律历史规律是支配法律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在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

断呈现并得到检验。对于这种规律的探求和解读就是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不同于

历史原因的偶然性、间接性、模糊性，历史规律是支配历史过程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也

是在不同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普遍呈现的关联因素。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注重揭示支

配法律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并据此推晓历史的发展趋势，真正使历史与现实、未来联系

在一起，并统一于连续的历史进程和认识结构之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抑或现代，

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始终是现实法治实践向历史寻求镜鉴的重要方法，也是法律史研

究回应现实问题的重要路径。不过，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在理解和运用法律历史规

律解释上存在较大的差别。

（二）法律历史规律解释的中西差异与近代融合

在中国古代，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往往直接指向对现实法律活动的论证，通过对

法律本质的揭示和对法律发展规律的陈述为当下的法律活动提供正当性支持。如，对古

代圣王立法制刑的普遍规律的解说：“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

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44)“爱

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45)“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

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46)。又如，对法律生成和成

效的规律性认识：“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生于治，治、礼，道也。

万物待治，礼而后定”；(47)“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

(43) 参见王士皓：《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19 年

第 1 期。

(44) 《南齐书卷四八·列传第二十九·孔稚珪》。

(45)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

(46) 《故唐律疏议卷第一·名例》。

(47) 《管子·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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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48)。总的来看，中国古人论及法律历史规律往往用

于延伸出制定、修改、实施法律等现实问题，偏重于发挥规律性认识在国家治理中的指引

效用，而非用以陈述历史事实，不太注重对法律实际发展过程的全面考察和客观陈述。

西方也普遍存在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其中，有的理论将法律的发展过程解释

为“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等先在决定性因素的实现过程，如，康德、黑格尔所称的“历

史的合规律性”。(49) 有的理论认为法律的历史是围绕特定目标的发展过程，如，庞德认为，

历史上所有法律思想都是力图协调法律的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

要求 (50)。有的理论更加关注法律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和转型条件，如，诺内特等对于从

“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的法律发展理论 (51)。在 19 世纪，西方学者

受到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影响，一度流行过“探寻法律发展所遵循的并将继续遵循的路

线”的法律史研究。(52) 在 20 世纪前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出于民族文化优越

感以及对自身制度的高度认可，积极地以西方为发展模板和最高阶段来概括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规律，提出了许多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规律性认识。如，梅因在古罗马法研究

中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私法发展规律、(53) 韦伯提出的“从形式—非理性到实质—

非理性再到实质—理性最后到形式—理性”的法律进步规律 (54) 等。基于这种对普遍规律

的追求，拉德布鲁赫甚至提出“普遍法律史学”就是法哲学的观点，将法律发展历史中

展现的一般规律视为法学的基本原理所在。(55) 这些关于法律历史规律的研究大都整合了

翔实的资料和文献，但方法论的缺陷使之往往转向意志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的极端，并

且无法改变贯穿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个别经验的夸大和对实际成效的美化。与此同

时，怀疑主义的幽灵也始终伴随着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始终存在对经验之“是”与未

来之“应当”的逻辑关系的质疑和否定，甚至导向历史虚无主义，在否定法律历史规律

的同时，也否定了法律本身。(56)

近代西学输入后，中国学人融合吸收了西方诸多法律历史规律理论，极大促进了清

末民国的法制转型和法学发展。如，清末变法修律前后，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

之沿革得失》中引用浅井虎夫、穗积陈重等概述的法律发展规律，在《中国法理学发达

史论》中基于先秦儒墨道法诸子法律思想自行建构的由放任主义经过人治主义到礼治

主义到势治主义最终到法治主义的发展规律。(57) 又如，沈家本在主持修律活动中对法律

(48) 《荀子·性恶》。

(49) 参见何兆武：《“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载《学术月刊》1990 年第 5 期。

(50)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4-31 页。

(51) 参见［美］P. 诺内特、P. 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2) 参见前注 ㊿，罗斯科·庞德书，第 14-15 页。

(53) 参见前注 ⑰，梅因书，第 75-112 页。

(54) 参见林端：《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 年第 6 期，第 30 页。

(55) 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雷磊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1-12 页。

(56) 参见段海峰：《西方法哲学研究前沿述评》，载《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21 日，第 7 版。

(57)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140 页。



论中国自主的法律史学解释体系

115

体系由诸法合体向区分法律部门、区分程序法与实体法发展等规律的解说和运用。但是，

这些理论认识及其指导的实践活动都没能带来能够扭转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的新法，没

能够通过法制转型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没能让近代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状态。实践的失败表明了相关理论的局限，近代中国需要更为科学合理的历史

方法指引对法律历史规律的理解和运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对法律历史规律解释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法律历史规律解释的基础。马

克思主义扬弃了在此之前普遍存在于中西方社会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三种不同理解，

即退化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58) 退化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完美状态持续衰败至

今的发展历程，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普遍持有的上古盛世说，基督教的原罪论以及洛

克和卢梭对于自然状态是完美秩序的构想。进化史观与之相反，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无序

到有序、由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如，先秦法家持有的通过法律秩序结束战乱的治理

观念，霍布斯等对于自然状态是人与人之间战争状态的构想，特别是 19 世纪后期西方社

会普遍兴起的社会进化论。循环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受特定因素影

响的反复过程，但不讨论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如，中国古人关于“治”与“乱”、“兴”

与“衰”、“分”与“合”的循环发展观以及佛教关于轮回和因果的论说等。这些对历

史规律的认识也极大影响了对法律历史规律的理解方式。在退化史观中，法律被视为秩

序崩坏、道德衰微后的救世工具，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

政，而作九刑”(59)。这种退化论的工具观决定了工具本身的有限价值，正如《四库全书》对

传统刑制的盖棺之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60)。在西方社会，法律与国

家、政府也据此被视为“必要的恶”(61)。在进化史观中，法律通常被视为伴随或推动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一样具有自身发展的尺度和不同阶段的特征。但

这种观念容易异化为线性、单一的法律发展理论，为后发展国家带来了削足适履的误导。

循环史观注重揭示反复出现、此消彼长的关联因素，却存在无法跳脱循环的认知困境。

这些史观的相互冲突及各自的缺陷共同表明，需要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历史观点予以整

合和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历史实际的考察否定了退化史观，通过深入分析整合并超越了循

环史观和进步史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马克思主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

提出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进步过程，通过否定之否定规律解决了进步过程

中的倒退现象和进步实质的关系，通过对立统一规律解决了进步过程中的进步因素与倒

退因素的关系，通过质量互变规律解决了进步过程的停滞期和非线性的问题。马克思主

(58) 参见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10-112 页。

(59) 《左传·昭公六年》。

(60)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

(61) 参见［美］托马斯·潘恩：《常识》，马万利译，译林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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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历史规律包含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62) 一是对事物的历史发展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因

素，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对于包括法律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事物基于这些因素的必然发展过程和方向，如，通过“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

重要命题，揭示了前近代社会法律系统与近代以来社会法律系统的历史分野及其转换的

时代走向。(63) 这两个方面既包含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历时性考察，又包含对事物内在属性

的共识性理解，是规律的静态特征和动态特性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注重由事物发展历史概括得出对事物发展普遍进程的

认识，并从中得出对事物本质属性的理解，进而引申出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确信。因

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能够使法律发展的历史认知转化为法治实践

的行动指南。近代以来，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法律历史规律解释并运用于法治

实践，有效回应了一系列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如，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改革、法治与德

治、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等。(64) 对中国

法律历史规律的凝练和解释，也使监察制度、调解制度、统一制的国家制度、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等源于中国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得以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65)

然而，中国法律史学对法律历史规律的总结和运用仍是极不充分的。一方面是机械

套用既有的规律性认识，将中国法律史作为证成具体观点的素材库，如，机械套用奴隶制

法、封建制法等阶段划分和演进规律曾经引发的一系列无谓论争。(66) 另一方面是对历史

规律的表述和论说常常流于浅表，没有积极发现和论证新的规律性认识。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更加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法律历史

规律解释。中国法律史学必须基于中华法治文明的实际发展历程检视既有的规律性认

识，用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特性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法律历史规律的具体观点，

根据中华法治文明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凝练规律性认识。如，张晋藩在传统儒家民本

思想的基础上，从朝代兴衰中概括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历史规律，呼应并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67) 又如，沈家本回顾中国古代法学曾感叹：“法学之盛衰，与政之

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68)

法学盛衰与国政治乱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法律治理的重要规律，这一规律性认识无法在以

(62) 参见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第 50-52 页。

(63) 参见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0 期，第 113 页。

(64) 参见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第 26 页。

(65) 参见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论纲——历史经验的总结》，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 2 期；曾宪

义：《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4 期；陈柏峰：《社会诚信建设与基层治理

能力的再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66) 参见徐忠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 1 期，第 6-7 页。

(67) 参见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5 期，第 123-127 页。

(68)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附寄簃文存》，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141-2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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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为主体的西方法治历史中获得理解，而对此规律的进一步阐发和运用必须回到中国

传统政治与法治的历史实际之中。

五、法律史学与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法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当下实践出发，必须传承中华法治文明、培育法治民族

精神、善用法治本土资源，必须承载时代精神、形塑民族品质。”(69)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就是要建构契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求的、经过中国法治建设实践检验的、根源于

中国自有的法律文化传统的法学知识体系。在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浪潮

中，中国法律史学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充分挖掘和正确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的任务。为此，应当正确对待法律史学具有的基础理论属性，并在建构法学自

主知识体系中充分发挥法律史学解释体系三个层面各自的理论建构功能。

（一）法律史学的基础理论属性

法律史学的解释体系旨在表明，法律史学远不只是法学中关于历史事实的知识，而

是且应当是法学基础理论的来源和法律实践的理论支撑。法律史学和法理学都是关于

法律从何而来的学问，是分别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形式广泛覆盖法学各方面核心主题的

庞大知识体系。法律史学与法理学在法律的本质、形式、内容、价值、类型、来源、运行、效

力及与其他规范的关系等诸多主题中实质性地交汇在一起。法律史学对历史事实的评

述往往伴随着对一般原理的阐发，法理学对一般原理的论证也离不开历史事实作为基本

素材。而法律史学中的解释正是从历史中形成理论、通过叙述历史呈现理论、通过理论

创新发展历史认识的核心方法。不仅如此，阐明法律史学的解释体系，还有助于拓展法

律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为法律史学与法学其他学科以及社会科学诸学科之间建

立更加有效也更加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法律史被当作应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

对象，是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场域。尽管这

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了法律史学的视界，使中国法律史学科从过去的以规范和制度

为主体转向广泛兼容国家与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观念、规范文本与社会现实等丰富内

容，但这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法律史作为对象和它者 (70) 的境遇。本文对法律史学解释活动

的区分，实质上就是对既有法律史学理论性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抽象和分析，并尝试对其

予以体系化说明。法律史学的理论性研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发展，在研究者差异化的

学术志趣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形成了广泛且多样的理论成果，其中相近相通的认识路径

和理论追求，是本文得以抽象出方法论系统并分析不同层次之间差异的基础。这些既有

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法律史学在发挥理论建构功能的道路上具有持续拓展的

(69) 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第 3 页。

(70) “对象和它者”是针对“主体性”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对象”偏重认识论结构中的主客关系，是“主体”的对应方

面；“它者”偏重于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是“自我”及“我们”的对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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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空间，而对于解释路径和方法的明确意识和有效运用，能够更加充分地释放研究

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法律史学以自身独特的方法和贡献屹立于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的

学科之林。

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71)

法律史学能够为法学学科提供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研究路径和知识生产模式。历史主

义既是强调在具体历史背景中考察问题、反对割裂地看待历史现象的方法论，也是用于

处理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世界观。(72) 在观念发展过程中，历

史主义的出场往往源于对推崇超历史、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极端普遍主义的纠正，

这与当下提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背后对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国

情的强调是一致的。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否定了照搬西方既有的法治体系和法

学体系的路径，但也不是要寻找一个新的法律形而上学原理，而是强调通过自身的法律

制度和法治运行的历史和实践形成对法律的原理和知识的自主理解。这必然要通过法

律史学对中国自身的法律传统和法治文明的解释来实现对于“自主”的建构和证成。

（二）法律史学解释体系在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运用

法律史学在法律历史范畴、原因、规律三个层面的解释发挥着各有侧重、彼此联系的

不同功能，都能够为“自主”的证成和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丰富有效的传统资源。

对法律历史范畴的解释有助于形成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全面、准确的概括，以及偏重

于正面、积极方面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源于中国传统的法学基本范畴。法律历史

范畴终究是对历史事实的抽象概括，应当与历史事实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在增进整体把

握和本质理解的基础上必须对历史细节有所取舍。正如孟子所言：“先立乎其大者，则

其小者弗能夺也。”(73)以“法律儒家化”范畴为例，该理论自近代提出以来就遭到了许多批

评，但具体的反例不足以从整体上推翻这一解释，而且没有任何批评能够提出更具概括

性和说服力的新的解释框架。(74) 事实上，对法律历史范畴的选取和解释为相同历史主题

的不同理论解说提供了有效的竞争方式。如，在基层自治、民间调解等领域研究中，黄宗

智使用“简约治理”范畴表述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的基层运行模式，使用“第三领域”范

畴表述明清基层社会调解活动中国家正式法律体系和社会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的互动

和结合，(75)具有较强的历史事实概括性和延伸至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理论拓展性，体现出

较高的创新性。此外，选取源于传统表述的法律历史范畴并为之赋予新的含义，是在现

代法治中激活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如，“无讼”范畴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广泛运用、“情

理法”范畴在政法工作中的深刻影响等。当前，尤为紧缺的正是对中国法律历史的总体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72) 参见张一博：《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嬗变—— 一个比较史学史的视角》，载《社会科学战线》2025 年 11 期，第

146 页。

(73) 《孟子·告子》。

(74) 参见朱腾：《法律儒家化：关于反思之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1 期，第 9-14 页。

(75) 参见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7-112、192-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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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基本属性、突出特征、重要内容等宏大主题的历史范畴之凝练和解释。

对法律历史原因的解释有助于形成对中国法律传统外在关联因素和内在发展因素

的新的阐发，推动中国自有的法理观念和法治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更新发展。对因果关系

的敏锐洞察是原因解释的着手点，但原因解释不能停留于对外部关联因素的说明，还要

进入解释对象所在的法律系统内部并呈现其中的内生动力和发展空间。以“中华法系”

话语为例，对其形成原因的解释，可以归结于近代日本学者对“法族”的划分和评价，也

可以归因于近代梁启超、程树德等对“法系”“中国法系”概念的运用和相关论说，还可

以归因于民国时期广泛兴起的重塑“中华法系”的政治话语和学术活动。(76) 进一步，还

可以深入到近现代中国对清末以来法制变革的系统反思，及其在制度层面重建与中国历

史实际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不断探索。这体现了中国法律人对继承和改造自身传统的

共同追求，显现出中华文明在中西文化交融中自我革新的不竭动力。(77) 更进一步，中华法

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才是近代“中华法系”话语

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催生了当代中国“复兴中华法系”的新时代话语。(78) 围绕传统的法

理观念和法治实践创新发展内部解释正成为时代发展对中国法律史学提出的紧迫要求。

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有助于形成传统与现实的贯通理解，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增强历史自信和道路自信。法学是以现实社会的法律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回应现实

需求是法律史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基本要求。法律史学对法律历史规律的解释，通过揭示

法律发展的必然性来回应所处历史时期和现实社会的普遍期望。近代西方学者围绕自

由意志、私有财产、民主政治、民族独立等主题作出的历史规律解释，有效回应了资产阶

级革命对法律发展的现实需求，因而取得了引领法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现实成效，并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已经表明，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

同于西方法治发展的道路。同时，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正在不断展现出与西方法治

不同的诸多面向，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相结合，以及对平安、无讼、为公、和谐、共富等法治价值的追求等，都在呼唤能够

予以充分解说和发展指引的法律历史规律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法律

史学中最具直接实践效用的理论，法律历史规律研究最终都将在法治实践中获得检验。

法学知识是依赖融贯的思想脉络进行理解的“循环结构”，通过法律史学的解释体

系建构起作为“前理解”的历史和传统具有奠定思想基础的重要意义。(79) 中国法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需要对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制度、运行、思想、观念等诸多层面的

内在一致性和文化延续性予以充分解说，这都需要对中国法律由古及今的历史发展进行

(76) 参见刘晓林：《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载《东方法学》2024 年第 1 期，第 5-9 页。

(77) 参见杨瑞：《民国时期中华法系重塑运动》，载《历史研究》2025 年第 7 期，第 161-162 页。

(78) 参见张文显：《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6 期，第 4-7 页；刘晓林：《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载《浙江学刊》2023 年第 6 期，第 10-11 页。

(79)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266-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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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原因、规律等不同层面的创新解释。不同于较早建立起现代法治的西方世界，(80) 当

代中国的法学研究者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在于：如何在近代以来法律制度传统断裂的前提

下重构具有连续性的中国法律传统叙事；如何在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

党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三者之间，建

构起有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和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可以说，中国法律史学在迎来前所未

有发展机遇的同时，更肩负着史无前例的学科使命。

Abstract: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of legal historiography i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imed at legal historical facts. The theoretical pursuits in legal 
history studies give rise to interpretive activities, which, through differences in their objects 
and methods, constitute three levels of the interpretive system in legal historiograph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ical categories, causes and laws. Categories of legal history are 
constructs formulated by researchers in modern discourse to represent factual historical 
legal phenome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categories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fundamental legal categories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 Causes of legal history refer to 
the factors that give rise to, alter, or sustain legal facts in histor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causes helps promote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igenous legal 
theories and governance traditions in modern society. Laws of legal history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history, continuously emerging and being tested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laws help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at bridges tradition and reality, thereby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in history and path of China’s contemporary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the 
wave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Chinese legal 
historiography must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culture. For this reason, it is essential to properly recognize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nature of legal historiography and utiliz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unction of the legal historiography interpretive system.

（责任编辑：强梅梅）

(80) 如，学界通常从西方历史法学的方法和旨趣中寻求对中国法律史学的启示，这是十分有益的。但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

和时代需求较之十九世纪的德国更为复杂。参见李栋：《迈向一种法学的法律史研究——萨维尼法学方法论对于中国

法律史研究的启示》，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31-138 页；高仰光：《规范性视野之下的法律史学》，载

《中外法学》2024 年第 3 期，第 759-762 页；李鼎楚：《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如何理论借鉴：历史法学在近代中国的

命运及启示》，载《当代法学》2025 年第 5 期，第 12-15 页。


